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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伦理为团体：梁漱溟的新乡村组织

周飞舟 许方毅
（北京大学 社会学系，北京 100871）

［摘 要］ 梁漱溟的乡村建设实践蕴含着的理论尝试，是以“理性”构建具有伦理意味的团体组织。
伦理本位中的理性，具有推己及人的能力，体现为伦理情谊和人生向上。乡农学校作为乡村建设的载体，
延续了乡约传统，使知识分子与民众结合，又吸纳地方的政治和道德领袖，建立了一种以礼俗为基础的伦

理团体。乡村组织塑造了四种礼制身份，分别承担立法、行政、监督教训和推动设计的作用，既能围绕行
动为团体尽义务，又能在互以对方为重的心态中维系伦理情谊。梁漱溟的乡村组织设计对当代中国社会的
组织和社会建设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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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作为二十世纪初以来重要的救国尝试，梁漱

溟的乡村建设实践是 “失败”的，似乎他自己
也难逃 “乡村运动而乡村不动”的宿命［1］573。
但是他的乡村建设方案，尤其是对于乡农学校的

构想，却成为乡村建设和乡村振兴工作源源不竭

的指导源泉。当代学者和乡村工作者更加看重其
实验和设计工作，认为 “梁先生在历史上的形
象将是以一个行动家为主，而不是哲学家为

主”［2］。
由此出发的一系列考察，聚焦于梁漱溟乡村

建设的制度构想。以乡农学校和村学乡学为代表
的基层组织，无疑被视为乡村建设理论的载体。
首先，研究者强调，乡农学校作为整体性的社会

改造方案，具有以教化为本位的特点，能够形成

独立于政治的文化系统。乡村建设体现出 “政
教合一”的面向，乡农学校熔政治、经济、道

德于一炉，而归本于教育［3］。在此基础上，乡
村建设实践中的经济、自治乃至家庭等诸面向才
得以展开［4］。梁漱溟对乡约的改造，是在保留
传统中国社会组织的家长式核心的基础上，将其

与动员民众、发展经济等现代化目标结合起
来［5］。在乡农学校之上能够建立知识分子的普
遍联合，构成文化运动团体系统，作为建设新中

国的“道统”［6］。其次，研究者强调，乡农学校
尽管继承了乡约传统，但具有鲜明的现代面向，

是对中国传统的改造。乡农学校的实践意图是创
造新的团体生活，这一团体生活也是作为乡村建

设者的精神陶炼［7］，切实地体现出梁漱溟所重

视的知识分子与农民相结合的路向［8］。乡村建
设运动所要建立的礼俗团体，作为一种组织化的

礼乐共同体，具有明显的贤能政治特色［9］，但

将一般乡民的政治主体性作为制度原则［6］154。因
此，有论者认为梁漱溟对团体的设想蕴含着对中

国传统的检讨［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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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在对乡农学校具体运作机制的分析

中，已有的研究虽注意到知识分子与农民相结合

的特点，却大都聚焦于文化系统相对于政治系统

的独立性［8］，［6］158，并未体察礼俗团体不同分子

之间结合的具体方式。梁漱溟很清醒地意识到，
生硬的结合只可能导致 “相看两厌”的结
果［12］897。另一方面，对于梁漱溟对现代团体组
织与中国传统在理论和实践上相结合的关键之

处，已有的研究理解得还不够清晰深入。
实际上，梁漱溟对乡村建设的参与和思考，

是在实践和理论的不断互动中逐渐形成的，其中

的核心内容与乡村建设实践紧密关联。在 1937
年出版的《乡村建设理论》自序中，他提到了
其中漫长的思索过程： “这里面的见地和主张，
萌芽于民国十一年，大半决定于十五年冬，而成

熟于十七年；自十八年春欲将全盘意思写定成

书，中间屡作屡辍，至今七八年未成。”［1］144－145

自关于中西文化的讨论后，梁漱溟就始终致力于

思考现代中国的社会结构问题。他先是于 1928
年在广州讲述乡治思想，开始有 “成熟”的认
识，随后北上于河南村治学院展开工作，紧接着

于 1931年在山东邹平、1933 年在山东菏泽相继
开展乡村建设实验［13］。正是通过对乡村建设实
务的不断思索，他提出了 “理性”这一最为重
要的概念，并形成了不同于过去以 “直觉”为
基础的对中国文化的新理解［14］84，［6］79。
因此，与其说梁漱溟的乡村建设思想是对中

国乡约传统的继承［15］，［16］，不如说是对其中国文

化理论的扩展，是对中国传统在乡村建设实践基

础上的重新阐释。陈来指出，梁漱溟所言的理性
体现出儒家的道德自觉，其伦理主义蕴含了对家

庭伦理的创造转化［17］232。就此而言，乡村建设
所要建立的理性社会及其团体生活，并非对西方

文化的全盘承受［18］。从传统儒学之现代转化的
立场上看，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革新了儒学的

实践性，是由 “内圣”开出新 “外王”的尝
试［19］，［20］。这一革新体现在，梁漱溟的 “儒家社
会主义”或 “社会主义儒学”［21］，［22］31，并未将
儒家思想去伦理化，而是重新阐释了伦理的精

神，使其成为团体生活的主导［23］180。伦理本位
的社会形态以及其中理性的生活方式，构成了乡

村建设的真正理论基础。
本文想从这一问题出发：为什么团体关系能

够成为伦理关系的延伸，而不会与伦理相冲突？

我们将注意到，梁漱溟所理解的团体实际上以礼

俗的形态存在，根植于中国人的理性。团体生活
即不同分子相互之间的伦理生活，这一论述的背

后体现了其关于中国社会构造与人生态度的思

考。通过 “伦理”构建一种团体生活的路向，
也将是儒家传统在现代社会中展现出来的新

形态。

二、伦理本位中的 “理性”
伦理本位的提出，延续了梁漱溟中西比较的

文明视野。在 “伦理本位”外，同样基于中西
比较而对中国社会结构作出总体性判断，并对中

国社会学有着重大影响的，当属费孝通所提出的

“差序格局”。两者形式上的相似性以及对儒家
学说的共同参照，使得它们被后世学者竞相比

附。如果说差序格局时时无法摆脱的是一个
“己”的存在，总是难以超越自私的困境，那么
伦理本位似乎恰恰是无 “己”的，以至于在梁
漱溟看来，伦理关系意味着一种义务关系，导致

“一个人似不为自己而存在，乃仿佛互为他人而
存在”［1］168。相似的理论图景却得出截然相反的
论断［24］，［25］，［26］，并直接关系到对中国文化的根

本把握，这种差异应该如何理解呢？

在费孝通看来，中国传统的道德并不包含超

越私人关系的普遍观念，道德对于个人的规范总

是随着与他人的关系而改变。他总结道：“社会
关系是逐渐从一个个人推出去的，是私人联系的

增加，社会范围是一根根私人联系所构成的网

络，因之，我们传统社会里所有的社会道德也只

在私人联系中发生意义。”［27］339在这个名为 “差
序格局”的社会结构中，个人对 “家”所负有
的伦理义务其实是对家庭中某些个体所负有的义

务，“忠”亦是对君主个人的忠。“所有的价值
标准也不能超脱于差序的人伦而存在”［27］344，因
此普遍化、无差别的道德观念在儒家传统里并无
正当性可言。一方面，伦理要求能够以家庭为基
础向外推及，外人可以被拉入 “家”的圈子里；
另一方面，安顿好种种个体性的关系，就是道德

可能提出的最高要求，因为再抽象的 “仁”都
不得不还原为“孝悌忠信”等具体规范。
这一结构的特点，体现为亲属以及地缘关系

上的伸缩性［27］335。正如费先生所引用的 《红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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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中“贾家”的例子，圈子的伸缩取决于家
势的兴衰，“势力”越大的人所能容纳的圈子也
就越大，仿佛他是一颗更大更重的石子，能够激

起更远的波纹。这中间起决定作用的，是差序格
局核心层的 “庇护”能力。这种 “力”既向外
“推”，也向内“缩”，“在条理上是相通的，不
同的只是内向和外向的路线，正面和反面的说

法。”［27］338。因此，难以避免的是，“中国传统社
会里一个人为了自己可以牺牲家，为了家可以牺

牲党，为了党可以牺牲国，为了国可以牺牲天

下”［27］338。费孝通认为，中国人的道德也是与这
种差序结构相适配的道德，在根本上都是以自我

为中心的①。但是费先生并没有进一步讨论西方
“团体格局”中的道德形式。实际上，在团体格
局下，虽然团体内部“一视同仁”，但是团体之
间仍然存在着“差等”。一个人即使同时属于好
几个团体，终究也存在 “我的团体”与 “他人
团体”的区别和对立。因此，无论是差序格局
还是团体格局，其核心的部分都是个体本位的

“我”或者“己”，其差别只是外在结构上的。
在这一关照下，我们才能更好地体会梁漱溟

的工作。“如果说费孝通所说的差序格局是中国
社会结构的基本特征，那么梁漱溟所说的伦理本

位则是这种社会结构背后的基本精神。”［28］与
“推不出去”的差序格局不同，“伦理本位”描
述的不是先于规范而存在的社会结构，而是由人

的情感状态所自然产生的义务关系。这些义务关
系来源于于儒家对人性的认识，其中蕴含了

“推”的过程，梁漱溟称之为 “理性”。
“理性”是对传统思想吸收和反思的成果。
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梁漱溟第一次对
中国人的行动之理做出系统的阐述。借用唯识学
的观点，他认为一个人的生活不过是事的相续，

也就是一个意欲接续着一个意欲，并促使着人去

“用力”。所谓 “用力”，是指 “当下的我”对
“过去的我”的一种努力，意在改变自我所处的
局面以满足自己的意欲［29］378。意欲造就了 “当
下的我”，“用力”必然会体现在自我的状态上，
由于“用力”的方向不同，自我的状态也就不
同。使中国人困扰、构成其人生之根本问题的，
是在我之外的其他有情物。我有意欲，他人亦

有。我能用力改造物质世界，却不能以力希求
“他心”的转变。既然 “他心”不可为我所制
服，我所能做的不过是调和自己的意欲［29］381，

其方式是诉诸“直觉”。他认为，中国人的哲学
将直觉理解为对 “生生”的顺应，顺从直觉使
我们保持敏锐而平静的情感，放弃对利害的计

较，从而达到对意欲的超越。“欲念兴，直觉即
钝，无欲非以枯寂为事，还是求感通，要感通就

先须平静。平静是体，感通是用，用在体
上。”［29］457中国人的哲学无非在于培育和保持人
活泼泼的直觉，使得其既能体察人心之隐微，又

能不被强烈的欲念所挟持。
为什么反求诸己而不是外求诸人，反而能让

我们与他人感通？直觉并非最终的答案。按照梁
漱溟在《人心与人生》中的反思，仅仅依赖于
直觉或本能其实难以引导人超越理智，反而可能

导向理智。“直觉论”简单地意识到欲望之下还
有直觉或本能，却未对本能的不同类型加以区

分［30］599。一种动物式的本能，无非引导着人更
妥善地运用理智以解决生存上的困难；只有某种

出于人类本性的本能，才会引导着人从动物式的

本能中解放出来，体现为人心之情意。这种情意
也不是源于 “社会本能”———所谓社会本能，
体现在动物为其族群，人类为其家庭，都是将感

情局守于某种超越个体的共同体之上，虽然扩展

了人心的广度，却只是体现为更大范围的 “本
位主义”。支撑人通过反求诸己而与人感通的是
人的本性，这种本性顺应天地生生之德，由己到

人而不是为了自己，由此而生的情感必然以对方

为重、与他人共鸣，其出发点就是己立立人、己
达达人，而非为了保护、慰藉、释放自己。因
此，无论其表现出的情意仅限于两人之间，还是

扩散至更大的群体，都是诚挚深沉的，因此能够

动人动物，此所谓 “通”。梁漱溟从 《乡村建设
理论》开始，就将这种 “通而不局”、无所私的
感情之运用称之为“理性”。
“理性”构成梁漱溟最核心的理论概念，用

“理性”代替“本能”或 “直觉”，蕴含着至关
重要的思想转向［5］172，［31］，［9］。梁漱溟始终通过与
理智的对比来定义理性，他将理性视作理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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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需要说明的是，以个体本位作为差序格局的核心层是费孝通早年的认识，他在晚年一系列的文化自觉反思的主要努力就是要
替换掉这个个体本位的中心。



“尽其用”后不期而开出的无所私的情感，因此
理性能够成为统摄理智的 “体”［30］125。

理智者人心之妙用；理性者人心之美

德。后者为体，前者为用。虽体用不二，而
为了认识人心有必要分别指出之。……理智
静以观物，其所得者可云 “物理”，是夹杂
一毫感情不得的。理性反之，要以无私的感
情为中心，即从不自欺其好恶而判断焉；其

所得者可云 “情理”。……然一切情理虽必
于情感上见之，似动而非静矣，却不是冲

动，是一种不失于清明自觉的感情［30］603。
与本能相伴的感情可以称之为 “私情”，而

理性则体现为 “无私的感情”，其与理智这一
“无所为的冷静”对本能的解放这一过程相伴而
生。无私的感情要求的是 “通”，因此人之体虽
分，而人之心则不隔。梁漱溟重新阐释 “性
善”，认为“善本乎通”。西洋人的理智是 “平
静通晓”，而中国人的理性是 “平静通晓而有
情”［1］314，多了 “有情”，就好比给理智带来了
一个“主人”。以人性及其表现的感通之情作为
主体，而将其贯穿运用于理智的认识和行动之

中，从而达到一种越平静冷静、越通达事理而越
能感通情意的状态。平静通晓事理而带来的理智
和清明，便是这种由人性而来的情感的运行通道

和表现场域，这就是社会构成的基础，也是伦理

本位的核心内容。
综上我们可以看出，梁漱溟的 “理性”概

念，从根本上来源于儒家思想中孔孟对于人性的

认识。他对于 “理性”的阐释，与他用 “伦理
本位”理解中国传统社会一脉相承。人性中这
种己立立人、己达达人的本能，从其来源看叫作
“生生”，从其表现看叫作“善”，从其构成社会
的基础看叫作“理性”。这样的理性，是一种真
正的“公”，是一种自然而然的以己及人的态
度。如何在团体中为这样一种 “理性”留下生
发、生长和壮大的空间，是梁漱溟讨论团体组织
问题的核心关注点。

三、理性与团体：伦理情谊与
人生向上

团体是民国学人对西方社会结构特点的一种

流行的概括，费孝通用 “团体格局”总结西方
社会结构就是显著的例子。团体或团体组织代表

了中国社会自古缺乏的、西方社会先进的社会组
织形式。团体之间的界限分明、团体内部的团结
平等以及团体作为基本单位的政治形式都为当时

的中国知识分子所心向往之。梁漱溟乡村建设实
践的目的，就是要尝试在中国建立起团体的社会

生活，改变中国社会一盘散沙的局面。其目的与
当时遍布城乡的各种社会建设和社会运动并无大

的差别，但其用意则深沉得多。在梁漱溟看来，
中国社会的病根并非缺乏团体组织和团体精神，

而是中国固有的精神无法在新的团体组织中得到

体现，无法发挥应有的作用，即 “文化失调”。
解决文化失调的办法，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要

用中国固有的真精神与西洋文化的长处做一番切

实的沟通，这种沟通最要紧的就是要落在 “具
体事实”上。西洋文化的长处是团体，而中国
固有的真精神就是“理性”，以理性为团体，在
理论和实践上都是巨大的挑战。
在梁漱溟看来，西方的团体组织所具有的一

些特点不适用于中国社会，甚至尚有一些缺点需

要用中国固有的精神加以改造。团体对分子来说
是“公”的，每一分子因为有了团体而有了公
共观念，但这不是“真公”，因为对团体以外的
人来说，这种团体本位的观念带来的是一种

“大范围的私”。“西洋人每此疆彼界，度景狭隘，
不能一视同仁。因自护其团体不讲公理者恒有
之，反不如中国人养得一片公平心理。盖在团体
一面为有所合，则一面必有所分；一面有所爱，

则一面必有所不爱。”［1］194他认为：“西洋人的公
共观念，就是他大范围的私！”［1］280基于此，梁漱
溟所提倡的团体，虽然与其他团体一样也需要有

边界，但是团体之间不是彼此对立，而是要有

“合”的态度。 “合先于分，以合为主，因有所
合乃有所分。”［1］281之所以能够有 “合”而超越
团体的边界，还是“理性”的作用。
针对晚清以来关于公私问题的讨论，梁漱溟

认为，所谓“公”就是“通”，也就是古人所说
的“仁”。“公即不分彼此，一体相关……私就
是妄分彼此，隔阂不通。而通就是公，公就是
通。古人说‘仁’，就是一体相通的意思。气脉
相通，痛痒相关，就是仁。反之，为麻木不仁。
公即是仁，私即是不仁。”［32］813。因此在阐释
“伦理本位”时，梁漱溟才会说伦理关系 “始于
家庭，而不止于家庭”［1］168，［30］81。理性的发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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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的亲属关系即 “天伦”之中，而其最高程
度的实现，则不妨在后天创造的社会团体关系之

中。“中国人的伦理，由近以及远，自是人情常
理。这就是情意关切，气脉相通，通了一层再一
层，通了一节再一节。这无所谓公私之别存于其
间。”［32］813将理性理解为 “通”或 “公”，认为
“两人彼此说话最说得通的时候，就是一个人有
理性之时”［30］123，正是从这一实现的形态上着
眼的。
理性在团体生活中的实现，被梁漱溟概括为

两个方面，分别称作 “伦理情谊”和 “人生向
上”。这是他对新团体基本原则的总结，也是我
们理解乡村建设实践的关键所在。
如果说理性指的是人的本性，那么伦理指的

就是理性在社会关系中的表现形式，加上 “情
谊”二字，是特别强调理性中所包蕴的情感。
伦理情谊所要取代的是西方团体组织中的权利原

则。在梁漱溟看来，权利是和义务相对的概念。
个体和团体的关系，就是由权利和义务组成的。
西方社会中的权利原则都是主张权利为先，义务

在后。个体有权利，团体要为其尽义务；团体有
权利，个体要为其尽义务。在这种原则之下，以
个体权利为先的就是个体本位的社会，以团体权

利为先的就是团体本位的社会，都偏向于一端，

相反而相成，构成了西方社会中以牵掣制衡、监
督防弊为主的社会关系形态。中国固有的伦理精
神却不如此。虽然个体和团体间也不外乎权利和
义务关系，却是主张义务为先，权利在后，“权
利是对方给的，不是自己主张的；义务是自己认

识的，不是对方课给的”［1］294。个体先从对方出
发，以对方为重，看是否尽了自己对对方的义

务；团体也是先从对方出发，以对方为重，看是

否给了团体分子以应有的权利 （这是团体的义

务）。这种以义务为先、以对方为重的原则，就
是伦理本位的原则。“互以对方为重”与 “各以
自己为重”都能产生均衡，但是前者产生的是
“合”的力量，后者产生的是 “分”的力量，是
“大范围的私”。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梁漱溟所
理解的伦理，是在双方相对中以对方为重的关

系，情谊正是在这种“相对论”中产生的［1］307。
但是，无论在何种团体中，互以对方为重的

伦理情谊似乎是不现实的。就伦理本位的中国社
会而言，父子、夫妇、兄弟、君臣、朋友这些伦

理可以要求人以对方为重，但是个体和团体如何

能够做到以对方为重？个体参加团体，不是为了

满足自己的需要而来吗？团体之所以组成，不是

为了一些集体的目的而有的吗？在此，梁漱溟把

分子 （个体）和团体的关系看成是五伦外的

“第六伦”，他提到， “我们刚才所讲的团体组
织，其组织原理就是根据中国的伦理意思而来

的；仿佛在父子、君臣、夫妇、朋友、兄弟这五
伦之外，又添了团体对分子、分子对团体一伦而
已。”［1］308所谓“根据”，就是要将伦理情谊贯注
到这种关系中去，他所不断强调的 “人生向
上”，就是为此而发。
在西方社会，团体组织之所以出现，是为了

达到个体单独行动所达不到的目的。因此，团体
组织或者成为实现个体利益的工具，或者变成支

配和压迫个体的势力，这是以权利为团体的组织

发展的必然结果。以理性为团体的组织，固然离
不开上述目的，但是除此之外，还有一个更加重

要的目标，就是 “人生向上”。所谓 “人生向
上”，就是说人不但要求自己的行为是有利的、
能满足自己的欲望和需求，还要求自己的行为是

合乎“理性”的、是对的，这种要求往往需要
超越自己的欲望和需求，因此并非大部分团体成

员能够做到甚至认识到，这是我们认识团体内部

政治形态的要害所在。
在团体组织中，大部分成员能够认识到的只

是自己的欲望和利益，只有少部分人有自觉的理

性。若团体政治以多数原则的表决、投票为形
式，则失去了 “人生向上”之意，这是梁漱溟
反对西方团体政治原则的主要原因。所有团体中
都有贤不肖、智愚之别，而贤智之士虽然是少
数，代表的却是 “理性”的部分。 “因为智愚、
贤不肖在人群里天然是有的，且从人生向上的意

思来说，都应当把自己看作不如别人，必须时时

求教于人，此时天然的就要走入少数领导的路，

而非多数表决的路”［1］283。在梁漱溟看来，多数
表决、投票政治否定的就是贤智之士的意志，这
只是机械的平等和形式化的多数政治，并非实质

和真正的平等。
贤智之士所代表的 “少数领导”与多数政

治并不矛盾，而且是真正的多数政治。团体中的
贤智之士虽然是少数，但是他们的意志和主张，

往往能够超越其个人的欲望和利益，而能与人感

96



通，代表了每个人本质上具有但却没有自觉的

“理性”。所以在团体中，大多数人虽然不能做
到贤或智，但是对贤智之士都有发自内心的尊

重。尊贤尚智就是普通人具有 “理性”的明证。
贤智之士代表的是团体成员的 “理性”和 “人
生向上”。这样的团体政治，并非 “法治”，而
是一种以“人治”为形式的民治，梁漱溟称其
为“人治的多数政治”或 “多数政治的人
治”［1］292。
以理性为团体，就是在团体中实现伦理情谊

和人生向上。其中的难点在于，人人都具有理
性，人人都喜欢伦理情谊、向往人生向上，但是
大部分人并不能有此自觉。人的自觉并不会自动
发生，身边即使有贤智之士，也多会因为一曝十

寒而没有成效。“人莫不有理性，而人心之振靡，
人情之厚薄，则人人不同；同一人而时时不

同。”［30］137一个人是否能有高昂的心气，是否能
处伦常而无愧，取决于他所处的环境，取决于他

人看待和对待他的方式。若他人只以粗硬的方式
对待自己，不顾情谊和面子，彼此相待不高，那

么各自的心气也就越降越低；若是相互之间本着

彼此爱惜的意思而相互规劝、勉励，那么人心也
就自然为之振奋［1］323。建立团体组织，使多数人
能够有力参与，在不断地面对问题和解决问题中

接受启发、熏陶和教育，就会焕发出伦理情谊和
人生向上的力量。在梁漱溟看来，乡村建设运动
的历史使命，应该有整个社会中的贤智之士来首

先承担。
理性的启发与维持依赖于士人，在现代社会

中，士人的人格需要由知识分子来承担。“今所
谓知识分子，便是从前所谓念书人。如我们所
讲，他是代表理性，维持社会的。其在社会中的
地位是众人之师，负着创导教化之责。”［1］482借助
士人的教化，尤其是礼俗的涵养，理性也能为

“匹夫匹妇”所自觉。对于后者来说，理性就体
现为“伦理情谊”与 “人生向上”这易于体认
的两项要点，它们“原同一个义理”［33］418，只是
为便于指点而有所区分。古今一切士人的教化总
超不出这两个方面，通过教化而为 “匹夫匹妇”
所身体力行，也就形成了梁漱溟所理解的 “中

国民族精神”。这一职责，对于今日的知识分子
来说亦然。如果他们放弃时代赋予的责任，就不
再是“众人之师”，而是 “社会之贼”。他们实
现其责任的方式就是深入农村，重新建立与庶民

的伦理纽带，这使得在农村建构一种团体生活成

为其必然选择。
需要注意的是，梁漱溟所强调的 “教化”

遵循的是中国自古一贯的士人传统，又在当下有

着很强的实践性。在传统社会，士人的教化职责
体现为：“启发理性，培植礼俗，而引生自
力”［30］206。在当下，知识分子同样应在乡村建设
中培植新礼俗，启发每个人本来就具有的理性。
这使得团体的组织和建设，体现出非常鲜明的

特点。

四、以伦理为团体
梁漱溟称自己在乡村建设的新团体为 “新

礼俗”。称之为 “礼俗”，是强调这种团体的精
神在本质上是中国固有的真精神，而 “新”则
是强调这种组织就像是老树上生出的新芽。
具体地说，能够体现中国固有精神的 “旧

礼俗”就是乡约，新礼俗、新团体只是对乡约
的补充改造而已。乡约的四大纲领是 “德业相
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恤”，最能体
现理性和教化的精神，其缺点只是失于 “消
极”，重在防止 “人生向下”，积极性和进取性
不够。补充改造的要点，在于建立新的机构，通
过这种新机构来谋取福利、提振志气。新机构在
早期的设想和实践叫作 “乡农学校”，后来梁漱
溟将乡农学校扩展为整个地方自治组织，亦称之

为“村学乡学”①。
（一）乡农学校与乡村组织

乡农学校是乡村建设运动中最核心的机构，

也代表了梁漱溟的理论构想。乡农学校有两个基
本原则。一是要有明确的地方区域范围，一般在
“一百五六十户到三四百户”，这相当于华北地
区一个自然村的大小，因此我们可以将其理解为

一个村的学校。二是其名为 “学校”，却是一个
地方组织，担负了动员民众积极办理地方事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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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梁漱溟在邹平，将全县划分为 14乡，于村设“村学”，于乡设“乡学”。而在菏泽，则于全县 20 乡每乡建立一所“乡农学
校”。其区别在于，菏泽的做法“启发地方自治的意思少”，更多凭借行政力量去推进，并且乡农学校的办学人员多为委任。他在所
撰写的《村学乡学须知》中提到，村学与乡学同样设立“学长”“学董”“学众”“教员”等职务与名分。《乡村建设理论》中描述
的“乡长”“乡公所”“乡民会议”和“乡农学校”，以及村、乡两级组织结构，毋宁说是理论上对邹平方案与菏泽方案的综合。



综合功能，实际上相当于 “地方自治组织、自
卫组织、农会组织、合作社组织等等”，是以学
校来组织乡村［1］347。乡农学校以学校作为平台组
织乡民参加，讨论、学习、实践的内容是乡村事
务，又在讨论和解决乡村事务的过程中培养乡民

的理性自觉，梁漱溟称之为 “以学包事”。
乡农学校有四个 “部分”或四类人：校董、

校长、教员、学生。校董是这个区域或村的地方
领袖，再从校董中推举出一个校长，作为教育事

业的主持。然后再从外部聘请一个有新知识的
人，作为乡农学校的教员。至于学生，则为全体
乡民，全体乡民自然的就是学生［1］347。
乡农学校的运作方式是乡村建设运动的核心

内容。作为一个平台的 “学校”，就是要让乡民
多碰头、多聚合，碰头聚合的理由不只是学习识
字，而主要是为了解决村里的实际问题，如防

匪、种树、卫生、节育等。这类事情的讨论和解
决都是靠村里的领袖和村民为主来推动，教员只

是起参谋的作用。教员要做的是时常 “开会”，
提供一个将乡民聚合在一起的机会，让大家能够

坦然讨论各自所面临的问题。一面是对实际问题
有亲切感的乡民，一面是有新知识新方法的有心

人，“教员之知识头脑与本地人之实际经验交换
而切磋”，人们对于解决问题之法才能得出有效
方案来［1］355。作为外来的有学问、有眼光、有新
知识、新方法的人，教员主要提引问题、商讨办
法、鼓舞实行，鼓励村庄领袖带动村民中的一部
分也成为有眼光、有学问的人。
我们可以看到，梁漱溟设计的乡农学校实际

上蕴含了乡村组织的大部分功能。在 1933 年梁
漱溟获得政府支持，将邹平、菏泽划定为县政建
设实验区，因而能够主导主要的行政事务后，他

就试图将乡农学校扩大为更高层次 （乡）的组

织。这套更加复杂的组织系统，代表了梁漱溟对
中国基层政权运作的理想设计，是他所说的

“新礼俗”的理想形态，我们可以将其称为 “新
乡村组织”。
新乡村组织是乡农学校的扩展或 “膨胀”。

一个人能够在乡农学校中当好学生，他也就能学

会在乡村组织中当好乡民。乡农学校的综合功
能，也自然而然地扩展为整个乡村组织中的职

能，使得整个乡村能够构成一个团体。“我们最
初的自治组织就是一个乡农学校，当乡农学校慢

慢充实起来的时候，这个组织就要渐渐发展、分
化，分成四个———乡长、乡农学校、乡公所、乡
民会议。这是因为事实上有了分的必要，不得不
开展、分化了。”［1］362乡长、乡农学校、乡公所、
乡民会议，构成了乡村组织这一新团体中的四个

“作用”或四“面”，与原来乡农学校中的四个
部分的对应关系如下表所示。

表 1 乡农学校与乡村组织的构成

乡村组织 作用 乡农学校

乡公所 行政 校董

乡长 监督教训 校长

乡农学校 推动设计 教员

乡民会议 立法 学生

由乡农学校而为乡村组织，是团体的第一次

生长。乡村组织中的乡公所、乡长、乡农学校和
乡民会议分别对应于原村庄乡农学校中的校董、
校长、教员和学生。乡农学校 “生长”成乡村
组织，实际上是乡农学校所蕴含的四个 “作用”
的扩张。
这样由四个面向构成的架构，蕴含了梁漱溟

所理解的团体的精髓，所以他自称 “很用过一
番心”，是 “最富于理性的”。未来中国的社会
乃至政治制度的整个构造，都造端于这个名为乡

农学校的组织。“整个组织的运作，必须要靠这
四个作用，缺一面则此大的机器将全盘运行不

好。并且这四面永远是四面，再往前发展，还是
四面。”［1］361梁漱溟不断强调，他在此处所设计的
四个部门，不仅是乡农学校或乡村组织所应具备

的四个部门，也是一切理性的团体都必然要求具

备的四个部门。这样一种团体生活能够在乡村的
维度上成功，它就有可能超出乡村之外，成为将

社会塑造为一个团体的基础。“此社会组织，我
常爱说他是个生长的东西、慢慢开展的东西，从
苗芽而生长，从端倪而开展。其苗芽端倪在乡
村，从乡村慢慢开展一个大的社会。”［1］337要理解
这个大的社会的基础，还是要将目光投入到最初

的苗芽之上。
在最初的乡农学校中，校董或校董会是教育

事业的管理者，校长虽然由校董中推选，但他作

为主持者，其职能已与日常管理不同。教员是纯
粹的教育者，学生是纯粹的学习者。他们各自具
有不同的身份。当团体的苗芽生长为乡村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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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团体内部的四种作用及其各自的特征就更加

显明了。
（二）四个作用

那么，为什么团体中非得有这样四个作用不

可呢？在梁漱溟看来，任何团体组织都有必不可

少的两面，即团体意思决定的机关，和本着此意

去经营团体事情的机关，这两面其实就是西方所

说的立法机关和行政机关。在他看来，西方式团
体以及时下仿照西方团体建立的乡村自治组织，

都是由这两个面向构成的。这两个面向构成了西
方式团体组织的根基，通过它们之间的相互监督

和制衡，团体得以不断运作。这两个面向或作用
分别对应于乡农学校中的学生和校董，或者是乡

村组织中的乡民会议和乡公所 （如表一所示）。
但如果只有这两个部门，必然导致人们要以权力

的平衡来理解和参与团体生活，这就无法避免与

伦理的冲突。因此，新团体的创新之处在于另外
两个作用的设计。
在中国，团体生活如果遇到困难，总是体现

为三种形式： “流弊”“捣乱”和 “停摆”。出
“流弊”就是滥用职权，也是西方学者最为关注
的。而“捣乱”和 “停摆”则更体现出中国传
统伦理在团体生活上的困境——— “他给你过不
去，你给他过不去，弄得大家不安”，就是 “捣
乱”的体现；“团体事情停摆，不能进行”，团
体沦为形式，就是 “停摆”［1］366。西方的组织总
是凭借一种彼此监督的力量来减少流弊，而这必

须依赖于每个人的权利观念，每个人都抱着

“维护自己所应得的一份而毫不让步”的态度，
但这样一来，伦理情谊也不可得了。“从权利观
念那个地方说话、出发，就完全糟了，不再能促
进关系。”［1］371在梁漱溟看来，最容易导致 “捣
乱”或“停摆”的，正是权利与伦理的冲突。
尝试建立团体或自治组织的中国人总会发现，越

是想要防止团体出流弊，越是盯着权力的滥用，

团体就越是无法正常运转。从法理上乡民有权弹
劾乡长，但若真的运用这种权利，不仅乡长面子

上过不去，于情理也有许多人要反感。彼此伤了
情面后，团体生活又如何可能维系呢？

针对这一点，梁漱溟认为在立法机关和行政

机关之外，首先还要有一个监督教训的机关。这
个机关或者说作用与西方组织中的司法或监察权

有相似之处，但是其精神实质不同，这正是梁漱

溟“新礼俗”的要害所在。所谓 “监督教训”
的作用，重点在 “教训”，关键是以教训带监
督。建立这样一个机关，就是要 “找一个代表
理的人，把理放在他身上。”［1］377在乡村组织里
面，乡长就是理的化身，可以说是团体事务之

“公道”的主持者。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梁漱溟
设计的“乡长”并非是行政机关的直接领导和
首脑，这与我们一般理解的 “乡长”意义不同。
梁漱溟对此解释道，“表面若即现行法令之乡长，
而语其作用乃替代现行法令之监察委员会与调解

委员会掌教训而不负行政责任”［1］360。他更像一
个道德领袖或长老，所以梁漱溟也称其为 “学
长”。他能够 “以众人之心为心”，通过乡长之
口，众人的意思表示为 “最恰当的情理”。当负
责人与众人意愿不合，或村中人为公事而意见不

合时，乡长应体察公众的意思，体察出一个情理

来，然后才能 “折中”来调解。这一调解不是
无原则地调和，而是守持情理，“以情动、以理
喻”［1］387。
团体中每个分子的意志固然需要表达，但直

接表示往往会 “不客气”，不能礼让。此时，作
为众人和办事人间的中介，作为立法机关和行政

机关的中介，乡长还使得意思的传达能够 “转
一个弯”，不至于直接冲突。乡长并不认为自己
掌握着监察的权力，他只是将监察视为维护情理

的必然方式。“怎样监督他呢？例如看他有骄横
之处就背地忠告他，看他有阴私之处就赶紧规诫

他。怎样调护呢？实现忠告规诫，不让他闹出乱
子来，就是调护他；要默察众人之意，而时常转

告之，就是调护他，众人要说的话，先都由学长

代为说到，自不致激出众人的话来。”［1］368只有中
国式的伦理团体中才可能存在这样一个主持者来

教训众人，否则他的劝告只会被人 “误会”为
批评，而失去了人生向上的劝诫意味。监督教训
只能是通过这个人的行为体现出来的效果，

“理”在团体中不是教条，不是 “宪法”，而是
分子之间良好的互动过程。同样，也只有因这样
一个人的存在，团体生活中的矛盾和冲突依然能

以符合中国人伦理情感的方式解决，“组织的轮
子才能转”。
为了使乡长能够体察众人之意，从性质上就

要求他“不许与任何人不和”。他必须超然于行
政事务之上，不对具体的问题负责，否则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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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就不免惹人反对，落入问题争执之中。”［1］369

但这样一个人并非脱离一切伦理位置，他依然在

团体之中有自己的位置，梁漱溟称之为 “师
位”［1］377。不管是行政机关还是立法机关，都要
向尊师一样尊敬乡长；乡长也要以师的身份自

处，以对各个分子的教化为念。
在立法和行政机关之外，作为一个机关的乡

农学校，在实际上仍然以 “教员”的身份行动。
就像在乡农学校中的教员一样，乡村组织中的乡

农学校起到的也是 “推动设计”的作用。不仅
如此，教员还可以起到联结地方和文化系统的作

用。知识分子不仅领导农民建设新礼俗和新社
会，自身也构成了在团体之上实现社会统一的纽

带。梁漱溟认为，知识分子的生命力就在于将地
方容纳于文化的 “大系统”，用文化来塑造
地方：

须要成功一个大的社会运动团体的系

统，乡农学校的教员要直接于这个大系统。
当他直接于这个大系统的时候，他才有他的

效用；如果他与大系统断了气，则没有了效

用。因为乡农学校里的教员，他是代表一个
新知识、新方法、新眼光，去帮助乡村人解
决问题的；但他所以新，所以能够常常不断

的新，所以能够解决问题，不是他本人的力

量，而 是 由 于 他 是 从 这 个 大 的 系 统

来的［1］358。
教员寓教育于建设之中，领导民众实现有方

向的进步，承担了团体中一种独立的、不可或缺
的功能：“从对人的提醒上说，谓之推动；从事
情的办法上说，谓之设计。”［1］364推动设计意味着
使人结合于事，民众尽管能够表达公共意志，但

脱离了有关于事的知识，脱离了对人的目标的认

识，意志就是盲目的。所以梁漱溟补充到，这一
职责并不仅仅是社会改造的需要，知识学问在现

代社会中一定是专门化的，因此将始终有尊重知

识的必要。推动设计机关看似 “变例”，但其实
符合“常理”，它将始终在团体之中存在。
值得注意的是，教员以提出问题、解决问题

为导向，而不是以情理为导向，所以教员并非居

于“师位”。这一区分不是没有意义的，教员切
不可越俎代庖，自视为乡民伦理关系的指导者。
教员作为“大系统”的代表，体现了现代社会
中组织与观念的相互感通，他亦受限于这一处

境，不足以担任乡民的 “榜样”。现代社会的新
知识和乡土社会的旧伦理之间不是直接接触的，

它们总是隔了一层，要在 “转一个弯”的情况
下才能汇聚到一起。所以说，乡村真正的 “师”
既非教员，也非乡农学校，而是乡民中之作为榜

样的出类拔萃者。这正是儒家教育的真精神：无
论伦理情谊还是人生向上，都并非外铄于我，而

是我固有之。
可以说，在有了监督教训和推动设计的机关

之后，中国式伦理团体中的立法机关和行政机关

也得以生发出伦理意味，具有了与西方团体组织

不同的面向。对于团体的分子来说，理性有着具
体的内涵，它一方面意味着自觉，即对团体生活

的参与意识，一方面体现为对道理的尊重，所谓

“尚贤尚智”。这两者恰恰是结合在一起的，因
为正是一个人肯用心思，对团体事情 “能把力
气用进去”，他才更愿意接受高明人的领导。从
服从的事实来看，他是被动的；但从用心思的角

度，他是主动的。全体乡民构成为立法机关，指
的就是他们能在知识分子的领导下对团体生活作

有力的参与，“听话能听进去”。领导立法机关
的也不仅是提供新知识的教员，还有体察众人之

意的乡长。立法机关需要意识到，“众人对乡长
的尊敬与信托越到家，则乡长越能体察众人的意

思，代表众人来说话”［1］387，则立法的真正作用
才能得以实现。可以说，监督教训和推动设计之
意愈明，则立法自治之意愈明。
另一方面，对于行政机关而言，他不仅仅扮

演一个纯粹执行命令的角色。如果说乡长居于
“师位”，那么行政机关则居于 “主位”，“理事
是村中办事人，好比东家一样”［1］379。他必须把
自己当作主人，在乡村组织中承担起作为主人的

职分。对于外来的知识分子，他要如主人礼待宾
客一般，使一乡之学众皆知尊敬先生；对于上级

行政系统，他要善于将其意思转达于下，也要能

代表乡村说话，有主人的意识。这一自处某一伦
理位置、承担某一 “礼身份”的自觉，正是中
国传统之真精神的体现。
（三）走礼的路

我们看到，团体中每个机关各自都承担相应

的作用，但这些作用并不能只就其自身得到完全

的理解。机关的运作，依赖于相互之间搭配而成
的某种格局，这种格局体现了相互的伦理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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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事”的意义上说，这是四种机关或作用；
从“礼”的意义上说，这其实就是四种身份或
名分。因此，乡农学校中四类分子的相互对待与
合作，如同中国传统礼仪中的揖让周旋，互不越

位而各尽其职，始终流露出相互的敬意。
让我们组织运行的只有这四个作用：推

动设计、监督教训、立法、行政。大概就是
这个样子作成一种局势———我们的这种安
排，是一种制度，是一种格局，方方面面作

成这一种局势；作成这种局势时，他就能够

运行。而这种局势的作成，则全靠此礼仪以
及相喻而共守的许多习惯。局势作成之后，
则处处都很自然，很平淡，就像日常走惯了

的路一样［1］388。
梁漱溟也意识到，如此一种团体必然没有形

式上的准则，事事要靠个人的解决，“太活动”，
对于不自觉的人缺少相应的惩罚措施，似乎很可

能失败。但这恰恰是中国伦理的特点。西方的团
体生活必须立基于一个客观的标准上，或是趋重

个人，或是趋重社会，而总不能均衡。实际上站
在理性的立场，团体生活根本不应该以客观的道

理为标准，不能 “离开说话的人在外面安一个
道理”［1］306，伦理的道理总是相对的。这样没有
凭准、没有最后制裁的组织，正好以礼俗来协
调。“不能走法的路，就只能走礼的路”，在礼
的引导下，人们慢慢形成习惯，自然就确定团体

事务的分际。“礼而成俗，就是一个习惯。”［1］384

“职责即为礼”，所谓 “师位”和 “主位”，以
及与其相对的“生位”和“宾位”，无非是礼的
实现。如果因为团体没有凭准就想给它立法，意
图在形式上规范它的活动，那就只会不伦不类，

反而一条路也走不通了。法的精神尤其会破坏中
国人的人生态度，在相互制衡的团体中，人们只

会因“彼此相待不高”导致“心气越降越低”。
这一特点，最集中的体现在乡长这一位置

上。不对事负责，就是对乡长这一职位仅有的要
求。梁漱溟反复强调的是，“并不一定要一个贤
哲圣人去担任乡长”［1］384。要求于乡长的，不是
高明的才能或出众的德性，而是庸常的、能够体

会一般人心的情理①。在梁漱溟看来，乡长这一
职位体现的是背后的礼制。乡长对情理的体察、
人们对乡长的尊敬，是通过礼俗而养成的习惯。
例如，“在开会的时候，有没有礼仪，礼仪合适
不合适，关系很大。譬如开会的时候大家随便出
入，说话乱嚷，坐位没有次序，则这个会一定开

不好；因为他没把开会这件事情看重。不以事为
重，则每个人的整个的生命力量就出不来；生命

力出不来，则事情作不好。———礼仪就是让每个
人的生命力出来。”［1］386等到新的礼俗得以创造，
规矩得以养成，人的是非之心能在实践中培育，

乡长也就自然能够敦风化俗。一个常人，只要身
居乡长之位，为团体中各类身份间的伦理关系所

围绕，有礼俗来指导相互的关系，那么他就可以

胜任理性的代表。
基于此，梁漱溟才会说，“中国将来的新社

会组织构造仍要靠礼俗形著而成。……新组织构
造、新礼俗，二者是一件东西。”［1］276因此，乡农
学校是一个通过礼俗维系的团体。团体的分子在
团体中获得各自的身份，形成相互间各有侧重的

伦理关系，最终由礼俗将各个分子联系在一起。
对于这些分子来说，团体生活本身就构成了新的

礼俗。新乡村组织中的四类人分别对应了四种
“礼身份”，见表二。

表 2 伦理团体的四类分子

人物 社会身份 作用 礼位

理事 地方领袖 行政 主位

乡长 道德领袖 监督教训 师位

教员 知识分子 推动设计 宾位

乡民 普通民众 立法 生位

在一个 “各讲各理”的社会中，同时掌握
情理与事理的 “士人”已经消亡了， “士人”
原本承担的职责由社会中的知识分子与地方的

道德领袖共同承担。但在伦理团体中，他们仍
然能够相互敬重、相互激励，能够尽享师生、
宾主之欢，因此才能在团体生活中互以对方为

重。团体需要伦理，伦理也需要团体。新的礼
俗是一种 “从社会到个人，从个人到社会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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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早在 1929年“北游”考察后，梁漱溟就将村长 （乡长）的人选问题视为乡治的第一难题。有钱之人、有能力之人乃至有德
之人都纷纷离开乡村，导致乡长一职往往落入土豪劣绅或青年学生手中。前者只为牟利，而后者不通事理，总是“心浮气急”。彼时
他认为乡长问题实在没有解决的办法。其实，乡长难选源于其位置上的模糊性，直到《乡村建设理论》，通过与地方领袖和知识分子
的区分，梁漱溟才对乡长的位置有了一个恰当的理解，于是乡长的人选竟不再成为问题：“你一尊他，他也得自尊，就不敢再作被议
论之事了。他原是不十分够；可是，一尊他就对付着够了。所以只要你去求，‘师’是可以有的。”



不已的事”［30］668。梁漱溟之所以对中国伦理开
出团体生活之路有信心，正是因为建立在理性

之上的团体可以为它的成员赋予各自的身份，

使每一个分子都能为积极地参与，并在相互关

系中以礼俗为原则加以指导。这样一种团体生
活，可以成为中国人的新礼俗，其所具有的伦

理意涵，也能为中国人所切身体认。梁漱溟的
“乐观”在于，这一新礼俗、新团体与新社会，
不是乡村建设的产物，而是乡村建设的理论前

提，“运动”可能会失败，但理性的生活样态
将始终延续。

五、余论：礼与现代社会
有学者指出，梁漱溟通过社会学式的体察，

实现了 “传统伦理的创造转化”［17］233。本文认
为，这一创造性体现在，他致力于由中国传统伦

理生发出现代团体生活，并呈现了现代社会构造

的另一种可能。与现代新儒家不同，梁漱溟的理
论思考蕴含在乡村建设的 “具体事实”中，是
他从社会生活中体贴得来，实践与论著互为表

里。乡村建设理论构成梁漱溟思考的核心，也是
他真正的创造之所在。
梁漱溟追溯宋代以来的乡约传统，固然有着

对清代礼教僵化的不满，而要求对儒家传统予以

更新，恢复礼俗的真精神。“清代率天下为八股
时艺，一宗朱注，演孔孟书为游戏文章；学术界

风气又以名物考订为事，鲜及义理。……礼教之
威严愈著，人情真意愈以衰薄。”［1］341在他看来，
传统乡约失败的根源，在于礼教僵化使人情衰

薄，人也因此缺乏志气，难以构成有志愿之人的

结合。在这个意义上，学者们普遍认为，梁漱溟
最初所理解的 “直觉”基于对阳明学的体
悟［5］100，其亦常以“良知”释“直觉”［12］713，贺
麟因此视梁漱溟为新文化运动以来倡导陆王之学

的首要人物［34］25。但通过阐明 “理性”之义，
梁漱溟进入了中国传统更深的层次。他认为，
“礼必本乎人情；人情即是理性。故曰： ‘礼者
理也。’非与众人心理很契合，人人承认他，不
能演成礼俗。”［1］181中国传统中的 “礼”是维持
社会秩序的主要力量，而其基础在理性，唯有由

理性才能构造新的伦理团体。他又谈到，“凡中
国之所谓理或礼，皆指此情义而言。”［32］587显然
在他心目中，宋明理学与清代礼教有其所追求的

共同精神，而他的工作，恰恰是对这一精神的总

结和发扬。在这个意义上，梁漱溟对于儒家传统
有着继往开来的意义。
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呈现出复杂的面向，

涉及其对于现代中国政治、经济、教化、社会结
构等问题的思考。这样一种以伦理团体创造新文
化、建设乡村的方案，又始终在回应现代中国如
何“统一于下”的建国问题。但是，以伦理构
建团体的“理性”精神，始终是乡村建设理论
的基础所在，也是乡农学校这一团体的真正内

核。从这一精神出发，他一方面接续中国历史传
统上的乡约制度，发扬其中 “伦理情谊”和
“人生向上”之意，并将尊师重教的传统扩展为
对外部世界的开放和学习；另一方面对话和批判

西方的组织理论，将团体组织的立法、行政两作
用补充扩展为四方面的作用，重新塑造了团体生

活的意涵，使得乡农学校真正体现出中国人的伦

理精神。
因此，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的基础，体现在

中国“老道理的真精神”中［29］614。这一 “真精
神”正是他所辨析的 “理性”，展现为一种以对
方为重、推己及人的义务态度。伦理团体作为一
种生活方式，其实质特征正体现在乡长、教员、
理事、乡民互以对方为重的相处之道上。他认为
中国式的团体生活必须具备的四种作用，实际上

表现为中国式的礼制所赋予的不同位置，表现为

一场礼仪中相互依赖的不同身份。团体与分子的
关系之所以能构成 “第六伦”，是因为团体中的
各分子始终以礼俗相待，由此不期然地维系了对

于团体的义务，也同时在此生活中找到了团体赋

予其人生向上的权利。
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为我们理解现代社会

和社会组织提供了新思路。古人认为，礼乐所由
起，积德百年而后可兴。乡村建设已历百年之
久，但是中国社会团体和组织建设的重任仍然有

待完成。梁漱溟在乡建理论中提倡的精神，在现
代企业、事业和行政组织中仍然不乏其痕迹，这
是中国传统精神活力不息的表现，但是因为与西

方的组织理念不相容，经常被作为团体和组织建

设中努力消除的干扰因素。我们本文的回顾，是
要呈现“监督教训”和 “推动设计”这两个在
西方组织和政治理论中并不突出的面向对于中国

社会建设的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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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早年的费孝通尚不能认同梁漱溟对中

国文化和社会结构的思考，费先生晚年则逐渐理

解梁漱溟的工作，并将其视作 “社会学中国化”
的重要努力［35］［36］。在这个意义上，重新挖掘梁

漱溟对于中国文化根本问题的思考，通过乡村建

设理论理解其文化观和人生观，也是构建中国式

社会学的应有之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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